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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财产的权利架构与规则展开

沈健州*

内容提要 与数据赋权密切相关的利益冲突凝聚在数据企业、用户、数据

企业的同业竞争者三方之间。在不同场景下，三方主体可能形成多元化的利益

冲突形态，这正是数据赋权问题复杂性的根源所在。影响数据利益冲突形态的

因素有二：一是数据是否承载个人信息，二是数据是否公开。数据可据此分为

不承载个人信息的非公开数据、承载个人信息的非公开数据、不承载个人信息

的公开数据以及承载个人信息的公开数据四类。四类数据对应四种现实的利

益冲突形态，需要差异化的规则设计。对此，在权利架构上，以数据企业享有完

整的数据财产权为基础，同时确立个人信息权益优先和公开数据合理使用两项

限制，可以富有弹性地容纳不同数据利益冲突的协调方案，实现“有利益冲突

时加以协调，无利益冲突时各行其是”的规范效果。数据财产的权利规则也得

以在此基础之上有序展开。

关键词 数据财产 权利架构 权利规则 个人信息 数据合理使用

*  清华大学法学院助理研究员，法学博士。本文系 2018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互联网经济的法治保障研究”（项

目批准号：18ZDA149）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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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与方法

数据本非财产，但当其作为生产要素而为人类贡献特有价值时，便有了财产化的趋

势。(1) 将数据纳入财产权范围的理论尝试早在 20 世纪就已发生，(2) 但时至今日，关于数据

财产的初始权利归属和权利架构形式等一系列的基础性问题，依然存在重大理论分歧。

例如，关于数据权利的初始归属，现有研究存在用户所有说 (3)、平台所有说 (4)、国家所有

说 (5) 和公共所有说 (6) 四种不同立场。与此相应，我国《民法典》第 127 条明确将数据确

认为民法上的财产性权益，彰显了人类对数据具有财产属性的基本共识；但对于数据财

产的权利内涵和具体规则，《民法典》则保留了对新兴事物的理性谦抑。随着数字经济

日益发展，架构数据财产的权利体系，并在此基础上明确其权利规则，已然成为时代赋予

民法学研究的历史性任务。(7)

在功能主义的视角下，“权利”的作用在于协调权利人与其他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关

系——如果没有主体间的利益冲突，便无需“权利”的概念存在。(8) 而对于权利人与其

他人之间利益冲突的协调方案，便是“权利”的内容。因此，在民法理论构建的逻辑上，

先有事实判断层面民事主体间的利益冲突，再有价值判断层面对利益冲突的协调方案，

最终才有系统呈现价值判断结论的民法理论构建。(9) 而对数据财产权利的讨论，也应始

于数据之上所承载的利益冲突。

诚然，与数据有关的利益冲突纷繁复杂，但并非所有利益冲突都属于财产权制度的

调整范畴。正如同有体物的生产可能源自矿藏开采、农业种养捕捞，后续还涉及加工、运

输、销售等诸多环节，其间各类利益冲突可能涉及公私法领域多个法律部门的适用，而物

权法律制度仅解决其中部分问题。(10)从数据的全生命周期来看，数据可能经历收集、处理、

流通和利用变现等诸多环节，不同环节的利益冲突可能涉及不同的部门法：数据的收集、

处理涉及用户个人信息的，须符合《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关规定；数据的处理和流通

(1) 对此，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于 2022 年 6 月 22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

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强调“加快构建数据基础制度体系”，明确提出“要建立数据产权制度”。

(2) See Alan F. Westin, Privacy and Freedom, Atheneum Press, 1967, p.324-325.
(3) 参见申卫星：《论数据用益权》，载《中国社会科学》2020 年第 11 期。

(4) 参见程啸：《论大数据时代的个人数据权利》，载《中国社会科学》2018 年第 3 期。

(5) 参见张玉洁：《国家所有：数据资源权属的中国方案与制度展开》，载《政治与法律》2020 年第 8 期。

(6) 参见梅夏英：《在分享和控制之间——数据保护的私法局限和公共秩序构建》，载《中外法学》2019 年第 4 期。公共

所有说认为数据应当作为公共品由公众共享，即否认作为私权的数据财产权。

(7) 需要说明的是，财产权属于私权，财产法是民法的组成部分，所调整的是平等主体间的法律关系，对应的权利规则也就

适用于平等主体之间。行政部门基于公共利益对政务数据的收集与利用问题，不属于平等主体间的法律关系，应由公

法调整，无须通过财产权制度解决。因此，本文所讨论的对象不包括政务数据，而仅限于商业领域的数据。

(8) See Harold Demsetz, Toward a Theory of Property Right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57(2):347, p.347(1967).
(9) 参见王轶：《对中国民法学学术路向的初步思考——过分侧重制度性研究的缺陷及其克服》，载《法制与社会发展》

2006 年第 1 期，第 94 页。

(10) 《民法典》物权编之下的首条（第 205 条）开宗明义：“本编调整因物的归属和利用产生的民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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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数据安全时，须受《数据安全法》的约束；数据的交易流通还可能涉及民事主体间

的合同争议，须适用《民法典》合同编的相关规定解决；等等。而在此过程中，真正需要

由财产权制度解决的，是数据在私权领域的归属和利用问题。因此，此处所言之利益冲

突，是指与数据在私权领域的归属和利用密切相关的民事主体间之利益冲突。

从现有的讨论来看，在数据赋权的现实需求之下，确立数据财产权之所以仍饱富争

议，是源于两方面的理论难题：一方面，数据之上可能涉及用户个人信息的在先权益，这使

其初始权利的归属存在巨大争议；(11) 另一方面，数据可无损耗、低成本无限复制，具有“非

排他性”，(12)这使其权利的性质和边界难以厘定 (13)。如果对这两个数据赋权理论难题背后的

利益冲突关系加以分析，可以发现除数据企业自身之外，还涉及两方利益主体：与数据之

上个人信息在先权益密切相关的，是作为个人信息权益人的自然人用户；与数据权利边界

密切相关的，是可直接得益于数据分享流通的数据企业之同业竞争者。(14) 因此，与数据赋权

直接相关的根本性利益冲突，凝聚在数据企业、用户、数据企业的同业竞争者三方之间。(15)

三方主体对数据的利益期待可能在不同场景下存在不同的组合形式，从而造成数据

之上利益冲突的多元形态。据此，可根据不同的利益冲突形态对数据进行类型化。数据

的类型对应利益冲突形态的类型，进而对应不同的利益冲突协调方案。如此，在多元利

益冲突视角之下对数据财产权进行架构，其实也就是对不同利益冲突协调方案的安置过

程。(16) 就此而言，越能有效容纳各类数据利益冲突的协调方案、越能与现有法律体系之下

的财产权制度逻辑相契合的数据财产权架构形式，则越富解释力，因而更为可取。(17) 在数

据财产权的架构基础之上，各类数据利益冲突的协调方案便得以体系性地转化为数据财

产权的取得、行使、变动、消灭以及受到侵害时的救济等一系列具体规则。(18)

(11) 参见丁晓东：《数据到底属于谁？——从网络爬虫看平台数据权属与数据保护》，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9 年第 5
期，第 71 页。

(12) 也有讨论者将数据的这一自然属性表述为“非竞争性”“非对立性”等。参见纪海龙：《数据的私法定位与保护》，载

《法学研究》2018 年第 6 期，第 81 页；戴昕：《数据界权的关系进路》，载《中外法学》2021 年第 6 期，第 1564 页。

(13) 参见高富平：《数据流通理论——数据资源权利配置的基础》，载《中外法学》2019 年第 6 期，第 1419 页。

(14) 从司法实践来看，围绕数据权利边界所产生的现实争议，均发生在数据企业与其同业竞争者之间。参见上海知识产权

法院（2016）沪 73 民终 242 号民事判决书；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6）京 73 民终 588 号民事判决书；北京市海淀

区人民法院（2017）京 0108 民初 24530 号民事判决书；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2019）津 0116 民初 2091 号民

事裁定书；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9）京 73 民终 2799 号民事判决书；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3）一中民初

2668 号民事判决书。

(15) 实践中还可能存在多个数据主体以交互共享等方式共同生产数据的情形，但这与多方共同生产有体物、多方共同创作

艺术作品并无本质区别。从既有的价值共识来看，其彼此间的利益冲突可依共有规则解决，而财产权架构本身的底层

逻辑并不会受这类利益冲突的影响。参见戴永盛：《共有释论》，载《法学》2013 年第 12 期，第 26 页；陈之荣、王智源、

王辉：《知识产权共有问题研究》，载《知识产权》2013 年第 12 期，第 67-68 页。

(16) 参见龙卫球：《再论企业数据保护的财产权化路径》，载《东方法学》2018 年第 3 期，第 59 页。

(17) 参见沈健州：《民法解释选择问题的分析框架——以或有期间概念为分析范例》，载《中外法学》2019 年第 4 期，第

1080-1086 页。

(18) 有学者提出略过数据权利的归属与架构逻辑问题，直面具体的权能和规则。参见姚佳：《企业数据的利用准则》，载《清

华法学》2019 年第 3 期，第 118 页。但事实上，享有权能的潜在逻辑便是享有权利；财产权可以理解为“一束权能的

组合”。参见张永健：《物权法之经济分析：所有权》，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92-9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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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这一思路，本文将从以下三个环节渐次展开：（1）全面梳理与数据的归属和利

用密切相关的数据利益冲突，依据利益冲突形态构建数据类型体系；（2）在民法既有的

财产权理论下，构建足以容纳数据之上多元利益冲突的数据财产权理论框架，为不同利

益冲突协调方案的规则设计提供逻辑基础；（3）根据所承载利益冲突的特性，为不同类

型的数据配置具体的权利规则，完成数据财产权利体系的构建。

二、基于利益冲突形态的数据类型体系

（一）数据的类型化依据：利益冲突形态

数据财产权利体系的构建，离不开数据的类型化。(19) 然而，类型化的具体方式并非先

验的，而是抱有特定目的的人为之举，具有强烈的功能主义色彩。在既有的研究中，几乎

所有涉及数据类型化的讨论，都不约而同地以权利主体作为分类标准，将数据区分为个

人数据、企业数据和政务数据。(20) 这样的分类方式确实具有一定合理性，但其在功能方面

的局限也甚为明显：一方面，以权利主体作为分类标准，只能对在权利归属上存在高度共

识的数据进行有效分类，但无法适用于对权利归属本身就存在争议的数据。(21) 例如，个人

数据与企业数据之间就可能出现交集，甚至以存在交集为常态。对于这类“骑墙者”，其

权利规则自然无法依照“个人数据归个人、企业数据归企业”的简单逻辑加以梳理。另

一方面，同在企业数据这一类型之下的诸多数据之间依然存在较大的规则适用差异，仍

有必要进一步分类讨论，但上述分类逻辑并不足以反映其规则差异的影响因素。

权利规则的作用在于为具体的利益冲突提供价值判断层面的协调方案，而权利架构

则是一系列利益冲突协调方案的体系化呈现。笔者认为，在服务于数据权利架构的最终

目标之下，数据类型化的直接目的在于梳理不同类型数据的权利规则；而作为利益冲突

协调方案的数据权利规则，又受制于数据之上的利益冲突形态。要在这样的语境下讨论

数据类型化，则“须从根本求生死”，以数据之上的利益冲突形态为出发点。

利益冲突的不同形态，取决于各方利益主体之间不同的利益期待组合方式。然而在

涉及数据利益冲突的三方主体之间，除数据企业对数据要素化利用有普遍期待之外，未

必所有作为生产要素的数据都涉及另外两方利益主体：在商业实践中，数据可能涉及用

户个人信息，也可能不涉及，而不涉及个人信息的数据便不承载用户的利益期待；数据可

能作为公开信息自由流通，也可能被加密而不为外人所知，而非公开数据显然难以为数

据企业的同业竞争者所企及。在此情况下，数据企业、用户、数据企业的同业竞争者三方

(19) 类型化和体系化的研究方法相伴而生，如一个硬币之两面。参见王轶：《民法典编纂争议问题的类型区分》，载《清华

法学》2020 年第 3 期，第 8 页。

(20) 参见前注 ④，程啸文，第 110-122 页；赵磊：《数据产权类型化的法律意义》，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21 年第 3 期，

第 75-81 页；冯晓青：《数据财产化及其法律规制的理论阐释与构建》，载《政法论丛》2021 年第 4 期，第 82-83 页。

(21) 参见包晓丽、熊丙万：《通讯录数据中的社会关系资本——数据要素产权配置的研究范式》，载《中国法律评论》2020
年第 2 期，第 149-1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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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不同的利益期待组合方式，便形成了与数据财产权架构密切相关的若干种数据利益

冲突形态。一方面，如果不能对诸多形态的数据利益冲突进行通盘考量，势必难以完成

数据财产权的全局性理论构建，甚至可能引发不同局部性方案之间“各圆其说”的尴尬

局面。(22) 而另一方面，虽然不同的利益期待组合方式所形成的利益冲突形态可在逻辑上

穷尽，但是否每一种组合方式都存在于现实之中，仍须验证；不同类型的利益冲突形态是

否可以并行不悖地独立存在，也将对后续权利架构和规则设计产生影响。因此，有必要

对商业实践中的数据利益冲突形态进行考察。

（二）数据商业实践中的利益冲突形态

数据的全生命周期，也就是数据从产生到最终实现价值而功成身退的全过程。在

这一过程中，数据的收集方式不胜枚举，也并非所有的数据都必然发生流通，但无论何种

数据，只要其有资格跻身为生产要素并因此有财产化的趋势，就必然存在利用变现的环

节；(23) 并且，在利益驱动之下，数据的收集、处理和流通等潜在环节，都是有意识地为最终

数据变现而服务的 (24)。可以说，对于作为生产要素进而具有财产化趋势的数据而言，自被

收集之日起就进入了数据变现的“命运”之中，(25) 其最终的归宿就在于利用变现。由于

利用变现是数据存在的“终极意义”，也是相关利益主体最为关心的核心环节，各方主体

间的利益冲突便在作为变现手段的数据商业模式中有着最为系统和全面的体现。因此，

对数据企业、用户、数据企业的同业竞争者三方之间可能现实存在的利益冲突形态，可从

作为数据利用变现环节的数据商业实践这一“剖面”加以观察和验证。

1. 以数据帮助宏观商业决策

尽管商人的经验与直觉在商业决策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但对诸多经营性问

题，数据往往可以给出更为直观和可靠的回答。(26) 以数据帮助商业决策的方式不一而足，

例如，自营性网购平台可根据商品在不同地区的交易数据，决定不同地区的人力资源及

存货配置；音乐平台可根据不同风格音乐的购买和收听数据，决定音乐人培养和作品创

作的风格方向；等等。毫无疑问，用数据帮助发掘商机并有效提升经营中的决策质量，是

(22) 在关于数据财产权的讨论中，申卫星教授的《论数据用益权》一文主张应当承认数据财产权，并在将数据所有权赋予

用户的基础上，为数据企业设立数据用益权；而梅夏英教授的《在分享和控制之间——数据保护的私法局限和公共秩

序构建》一文则认为数据作为公共品，应当服从互惠分享的价值理念，以此反对设立数据财产权。申文提出的理论构

想，所预设的核心场景是用户与数据企业之间的利益冲突，其利益协调方案亦着眼于此；而梅文提出的理论构想，所预

设的核心场景是数据企业与其同业竞争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从而主张数据应当在不同数据企业之间互惠分享。正是

因为所预设的场景和所关注的利益冲突不同，两篇观点相左的同主题力作并无过多交集。参见前注 ③，申卫星文；前

注 ⑥，梅夏英文。

(23) 事实上，大量的数据都只是无用的副产品；只有那些能够为企业带来利益，即具有变现能力的数据，才能成为生产要

素。参见徐翔、赵墨非：《数据资本与经济增长路径》，载《经济研究》2020 年第 10 期，第 41 页。

(24) 参见［英］伯纳德·马尔：《数据战略：如何从大数据、数据分析和万物互联中获利》，鲍栋译，机械工业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98 页。

(25) 参见［美］安德鲁·罗曼·韦尔斯、凯茜·威廉斯·江：《数据变现：构建用数据驱动增长的策略和解决方案》，高敬

文译，机械工业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2-9 页。

(26) See Ellen Hughes-Cromwick & Julia Coronado, The Value of US Government Data to US Business Decisions,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33(1):131, p.137-141(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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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变现的首要方式。在这一商业模式下，用于获取洞见并帮助决策的数据多经统计而

来。统计越是全面，数据就越具有参考价值，也就越可能带来决策效益。

统计数据最初来源于大量用户的具体行为，可能涉及个人信息。但从既有的价值共

识来看，用户并不期待着像股东或合伙人那样直接分配这类数据的变现利益——在事实

层面的因果关系上，数据不过是经营者用以决策的素材，至于如何在数据中获得洞见并

发掘商机，更多是经营者洞察力和商业头脑的体现。对于相同的数据，不同经营者可能

见仁见智，最终的决策结果也一概由经营者自负盈亏；而用户则往往难以预想自己购买

商品、收听音乐等行为记录会给经营者带来额外收益，更不会有“分一杯羹”的利益期

待。(27) 可见，在这一商业模式下，用户围绕数据所可能存在的利益期待在于个人信息的保

护。但在经营决策的视角下，数据企业在意的只是宏观层面的货物销售量、音乐收听率

等抽象数据，无需关注具体的张三或李四是否购买、收听。因此，这类数据完全可以在不

承载用户个人信息的情况下实现数据变现，而数据企业为避免与个人信息的保护产生冲

突，也有足够的动力对数据进行匿名化处理。此外，由于运用数据的目的在于率先作出

有利决策以抢占商机或取得经营优势，(28)数据企业非但不会主动公开这类数据，反而可能

将其作为商业秘密以寻求法律保护。(29) 数据企业的同业竞争者由于难以知晓这类数据的

存在，自然也就无从企及。因此可以认为，实践中存在既不涉及用户利益期待，也不涉及

数据企业同业竞争者利益期待的数据。

2. 以数据辅助具体商业营销

精明的经营者往往会先找到潜在的买家，再根据潜在买家的需求营销产品或服务。

精准营销便是这一思路的体现。精准营销的前提是准确识别并了解具体用户，而这正是

数据的用武之地。经营者可通过特定算法，对用户的一系列个人信息加以整合、分析，以

达到用户画像的效果。(30) 具体而言，经营者可根据性别、年龄、职业、收入水平、消费习惯、

日常活动区域等一系列个人信息，归纳出不同用户的兴趣、需求及个性化偏好，(31) 依此将

用户详细分类，并根据用户类型采用不同的营销方案，实现精准营销，而这正是数据价值

的体现。例如，银行可根据客户的资产状况、交易流水、贷款记录等一系列个人信息，决

定其可获得的贷款额度，从而增加放贷收益并减少坏账产生。

就用户而言，一方面，这类商业模式所运用的数据，以用户的个人信息为核心内容。

(27) 较之于直接瓜分经营者的决策效益，现实中用户的期待显得更为务实，即商品或服务的改进以及价格的优惠。在经营

者通过数据获得决策效益之后，其客观上确实可能对商品或服务进行改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用户期待。然而，

这类针对交易本身的利益期待，终究属于市场机制解决的范畴，而不在数据财产权利架构的考量范围之内。

(28) See Juliane Begenau, Maryam Farboodi & Laura Veldkamp, Big Data in Finance and the Growth of Large Firms,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Vol.97:71, p.83(2018).

(29) 在“中锐公司诉零点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中，原告中锐公司对其通过市场调查所获得数据属于商业秘密的主张，

最终得到了法院支持。参见“北京中锐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诉北京零点市场调查与分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9 年第 3 期，第 100-102 页。

(30) 参见丁晓东：《用户画像、个性化推荐与个人信息保护》，载《环球法律评论》2019 年第 5 期，第 82-83 页。

(31) See Rebecca M. Quintana et al., The Persona Party: Using Personas to Design for Learning at Scale, in Proceedings of the 
2017 CHI Conference Extended Abstracts on Human Factors in Computing Systems, 2017-05-06, p.937-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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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包含的个人信息越是细致和全面，用户画像就越准确，也就越能有助于提升营销的

精准程度。(32) 在这一商业模式下，数据企业非但不可能将数据匿名化处理，相反，还会尽

量让数据包含更多个人信息。因此，这类商业模式中的数据必然承载用户对个人信息保

护的利益期待。另一方面，用于精准营销的数据，只有在用户最终为所营销的商品或服

务买单之后，才能达成数据变现，此时数据为企业带来的利益完全包含在用户支付的对

价之中。由于“羊毛出在羊身上”，用户并不期待直接分享这类数据变现的收益。(33) 当然，

从长远来看，如果精准营销成功，作为经营者的数据企业获得更多利润，为了扩大竞争优

势，其有足够的动力和能力“让利”于用户。在既有的商业实践中，对于那些为精准营

销作出更多“贡献”的用户，经营者往往会通过 VIP 会员、星级客户等方式，有针对性地

为其提供更加周到的服务或更为优惠的价格。(34) 这无形中也就实现了“精准回馈”或“精

准让利”。但这属于市场机制的作用范畴，无须由财产权制度介入。在数据企业与其同

业竞争者方面，由于这类数据承载着客户资源，而客户资源正是企业取得经营优势的核

心竞争力之一，因此数据企业通常将这类数据作为商业秘密，不予公开。同业竞争者难

以知晓这类数据的存在，也就无从产生利益期待。可见，实践中存在不涉及数据企业的

同业竞争者，但涉及用户利益期待的数据。

3. 以数据引导流量变现

流量的核心在于用户的注意力，贩卖或转化用户注意力以实现商业价值，便是流量

变现的本质。(35) 根据梅特卡夫定律（Metcalfe's Law），网络平台的价值与该平台用户数量

的平方成正比。(36) 换言之，用户数量越多、流量越大，网络平台就越具营利能力。时至今

日，“用户＝流量＝金钱”的公式早已成为互联网行业的通识。(37) 在这一商业模式下，平

台通过数据吸引用户，获得流量，从而实现营利目的。而平台之上的数据有两个来源：其

一，来源于用户。如在微信、微博、抖音等社交平台，用户被平台之上其他用户发布的文

字、图片、视频等数据内容吸引；其二，来源于平台及其商业合作伙伴。如在气象软件、地

图信息网站、聚合型交易平台 (38) 中，用户被平台之上的气象数据、地图信息或交易信息等

所吸引。无论被何种数据吸引，只要用户活跃于平台之上，平台就能获得流量，并最终通

(32) See Ignacio N. Cofone, The Dynamic Effect of Information Privacy Law, Minnesota Journal of Law, Science & Technology, 
Vol.18(2):517, p.536-537(2017).

(33) 若用户对营销利润有分享期待，则意味着其认为交易价格高于产品或服务的实际价值，而这会在事前阻碍交易的达成。

(34) 例如，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用户在购买该公司的机票并实际飞行了不同里程之后，分别可以成为银卡、金卡、白金卡等

不同级别的会员，会员级别越高，就可以享受越多的服务或越优惠的价格折扣。参见《凤凰知音贵宾会员手册》，载凤

凰知音网，https://ffp.airchina.com.cn/phxplan.html?phxplan=journal?categoryId=332，2022 年 6 月 12 日访问。

(35) 参见程明、周亚齐：《从流量变现到关系变现：社群经济及其商业模式研究》，载《当代传播》2018 年第 2 期，第 68 页。

(36) See Carl Shapiro & Hal R.Varian, Information Rules: A Strategic Guide to the Network Economy,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1999, p.173.

(37) 参见张诗婷：《对技术驱动下网络互动内涵建设的反思》，载《当代传播》2014 年第 5 期，第 82 页。

(38) 聚合型交易平台是指通过技术手段，在无需跳转至被链接网站的前提下，实现对被链接网站相关内容的抓取、分析、整

合，并进行一站式展示的网络服务平台。参见黄汇、刘家会：《网络聚合平台深层链接著作权侵权责任的合理配置》，载

《当代法学》2019 年第 4 期，第 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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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广告植入等方式将流量变现。

在此商业模式下，数据企业的核心利益期待是数据引导的流量最终变现所得的收

益。但数据的来源不同，数据之上的利益冲突构成也有所区别：在数据来源于用户的场

合，如微信、微博、抖音等社交平台，由于社交互动需要识别和了解社交对象，这类数据将

不可避免地涉及用户个人信息（常见的如个人照片、音视频可能涉及面部识别信息或声

纹信息，随图片、文字等一并发布的实时定位涉及行踪信息等），因而必然承载用户对个

人信息保护的利益期待；而在数据来源于平台自身或其商业合作伙伴的场合（如在气象

软件、地图信息网站或聚合型交易平台中），用户被平台提供的数据吸引而产生流量。在

此过程中，用户无须被识别，用户之间也无需交流。当然，在通过聚合型交易平台预订机

票或酒店时，用户可能需要提供个人信息，但这仅服务于公法对搭乘飞机、入住酒店等行

为的实名制要求，而并非平台获取流量的必要条件——事实上，早在用户被平台中的交

易信息所吸引时，平台就已获得流量。可见，这类数据的变现不以包含个人信息为条件。

但无论数据来源为何，只要平台需要以数据引导流量，就必然要求数据处于公开状

态。如果数据秘而不宣，则无从吸引用户，自然无所谓流量。而一旦数据处于公开状态，

就不得不面对互联网领域信息流动的客观需要。此时，包括数据企业的同业竞争者在内

的其他主体，可能产生对这类数据加以利用的合理期待。从既有司法实践中凝聚的共识

来看，这类未经许可的利用虽然很可能构成权利侵害，(39) 但也不乏例外 (40)。而正是这些例

外情形，共同描绘了数据权利的边界。可见，处于公开状态的数据，无论是否承载个人信

息，均可能因公开而涉及同业竞争者的利益期待。

综上，通过考察既有三种数据变现模式可知，在数据企业、用户、数据企业的同业竞争

者三方之间，除数据企业自身对数据要素化利用的期待之外，用户和数据企业同业竞争者

两方的利益期待可能因商业模式的不同而有四种组合形式：（1）两者同时存在；（2）两

者同时不存在；（3）有用户期待而无同业竞争者期待；（4）有同业竞争者期待而无用户

期待。可见，在数据企业的利益期待确定存在的情况下，数据企业、用户、数据企业的同业

竞争者三方之间的利益期待在逻辑上可能存在的不同组合方式均在数据商业实践中客观

存在，且四种组合方式可各自存在于不同的数据商业模式之中，彼此并行不悖，互不隶属。

值得说明的是，数据可能存在多重利用的情形。例如，社交平台在取得用户授权的

情况下，将用户上传的文图、视频等内容进行加工，分析出不同用户的行为习惯与消费偏

好之间的潜在关联，从而得到不同于原数据的新数据。(41) 这一新数据产生价值的方式可

能是帮助商业决策，或是用于用户画像和精准营销，但不再是引导流量变现。在此情况

(39) 参见前注 ⑭，上海知识产权法院（2016）沪 73 民终 242 号民事判决书；前注 ⑭，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7）京

0108 民初 24530 号民事判决书；前注 ⑭，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9）京 73 民终 2799 号民事判决书；等等。

(40) 参见前注 ⑭，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3）一中民初 2668 号民事判决书。

(41) 这类数据常被研究者称为“衍生数据”或“增值数据”。参见杨立新、陈小江：《衍生数据是数据专有权的客体》，载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 年 7 月 13 日，第 5 版；丁道勤：《基础数据与增值数据的二元划分》，载《财经法学》2017
年第 2 期，第 8 页。

北大法律信息网www.chinalawinfo.com/ 　北大法宝www.pkulaw.com/



中国法学 2022 年第 4 期

100

下，新数据与原数据已是不同的两个客体，其存在形式也不再相同——社交平台用于引

导流量变现的数据必然是公开的，但要通过分析加工所得的新数据为自身积累商业优

势，或将新数据作为商品出售，社交平台势必不会将新数据公开，相反还可能采取一定保

密措施；因此新数据便因新商业模式的需要成为非公开数据，而原数据仍为公开数据。

可见，在多重商业化利用的情况下，数据因商业模式的需要而以不同形式存在，进而分化

为不同的客体，但其各自的利益冲突形态仍与所采用的商业模式相对应。至于数据同时

被行政机关作为政务数据使用的情形，可能存在数据复制与开放 API 共享两种形式：于

前者，可将所复制的数据理解为不同于原数据的新客体；于后者，可理解为数据的“兼容

性征用”。但无论何种形式，行政机关将数据用于公共事务时，其权利义务关系均属于公

法的调整范畴，原数据所承载民事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并不因此受影响。

（三）二阶四层的数据类型体系构建

如上文所述，在数据企业对数据要素化利用的普遍期待之外，用户和数据企业同业

竞争者对于数据的利益期待之有无，取决于商业模式中所利用的数据是否承载个人信息

以及是否处于公开状态。换言之，这两个影响因素导致了数据利益冲突的不同形态。因

此，基于利益冲突形态的数据类型化，就应当以这两个影响因素作为分类标准而展开。

依此可将数据初步区分为承载个人信息的数据、不承载个人信息的数据，以及公开数据、

非公开数据。由于两种分类的逻辑标准不同，不论数据是否承载个人信息，其均有公开

与否的区分，反之亦然。为防止子项相容，须对初步类型进一步排列组合，将数据区分为

四种最终类型：承载个人信息的公开数据、不承载个人信息的公开数据、承载个人信息的

非公开数据、不承载个人信息的非公开数据。

对于数据公开与非公开状态的判断，取决于不特定主体可否自由访问数据并获知其

内容。对于非公开数据，在无其他限制因素的情况下，数据企业可以根据自身需求选择

将其公开；公开之后，原本的非公开数据即转变为公开数据。对于已经公开的数据，数据

企业亦可通过技术手段将其改为非公开状态。公开数据改为非公开状态后，不特定主体

不可再自由访问，但此前已完成的数据访问并不因此遭受不利影响。

对于数据是否承载个人信息的区分则略为复杂。由于去标识化的个人信息在“与

其他信息结合”之后，依然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因而仍属于个人信息范畴。因此，经去

标识化处理的数据，仍属于承载个人信息的数据。而个人信息的匿名化处理则有所不同。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73 条第 4 项对“匿名化”的定义是“个人信息经过处理无

法识别特定自然人且不能复原的过程”。(42) 如此，个人信息一经匿名化处理，便因无法识

(42) 毫无疑问，任何“匿名化”都只是相对的，计算机科学家早已证明这一点。See Paul Ohm, Broken Promises of Privacy: 
Responding to the Surprising Failure of Anonymization, UCLA Law Review, Vol.57(6):1701, p.1716-1725(2010). 然而，法律

无法预设数据企业不计时间和成本，如同私家侦探那样从数据之中挖掘足以识别具体个人的蛛丝马迹。See Vladislav 
Arkhipov & Victor Naumov, The Legal Definition of Personal Data in the Regulatory Environmen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Between Formal Certainty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Computer Law & Security Review, Vol.32(6):868, p.887(2016).

北大法律信息网www.chinalawinfo.com/ 　北大法宝www.pkulaw.com/



数据财产的权利架构与规则展开

101

别特定自然人而被排除在了《民法典》第 1034 条对个人信息的定义之外。(43) 这意味着，

若承载个人信息的数据经匿名化处理，则转变为不承载个人信息的数据；而由于匿名化

的过程难以复原，不承载个人信息的数据无法回复为承载个人信息的数据。

这样的数据类型化区分建立在排中律之上，在逻辑上可以囊括作为生产要素的所有

数据。而更为重要的是，四种数据类型与既有数据商业模式相对应，可将现实中的利益

冲突形态准确划分并具体呈现：（1）承载个人信息的公开数据，存在于网络社交平台等

场合，涉及用户、数据企业以及数据企业的同业竞争者三方的利益期待，其利益冲突最为

繁复；（2）不承载个人信息的公开数据，存在于天气、地图等查询类服务平台以及聚合型

交易平台等场合，其不涉及用户围绕个人信息所产生的利益期待，但涉及数据企业与其

同业竞争者之间的利益冲突；（3）承载个人信息的非公开数据，常见于用户画像和精准

营销的商业场景，其涉及用户和数据企业之间的利益冲突，但通常不涉及数据企业的同

业竞争者；（4）不承载个人信息的非公开数据，例如企业内部的生产、销售等数据，其与

用户、同业竞争者均无涉，利益冲突最为简单。可见，在基于利益冲突形态构建的数据类

型体系中，数据的类型与利益冲突的不同形态逐一对应，这为后续的数据权利架构和具

体规则的类型化讨论奠定了逻辑基础。

三、多元利益冲突下的数据财产权架构

要最终完成数据权利规则的体系化配置，尚须构建一个对各类数据利益冲突及其

可能的协调方案均富有足够解释力的数据财产权理论框架。既有的财产权理论以物权

为典型，但数据可能因承载个人信息而涉及用户在先权益，同时可能因公开而面临自由

流通的客观需要，因此存在有别于有体物场景的多元化特殊利益冲突，难以简单套用物

权的理论框架。

对此，既有研究中主要存在两种不同的权利架构方案：其一，肯定“数据财产权”

概念，仍以物权为逻辑模板对数据进行系统性赋权，同时向各方利益主体分配不同的数

据财产权，使其均在不同程度上成为数据财产权人。在这一进路中，数据财产权的归属

与具体权能均在一套体系化的权利架构方案中得到系统预设。例如，为解决数据之上个

人信息的在先权益，将个人信息权益人作为数据原发者，赋予其数据所有权；同时基于数

据企业为数据所付出的成本，赋予其数据用益权。(44) 其二，否定“数据财产权”概念，通

过开放式的界权方案对诸多数据利益冲突一事一议。采这一进路的研究认为，数据之上

的利益冲突过于复杂，难以通过一套体系化的权利架构方案将其妥善容纳，因此放弃对

(43) 将重标识风险降低至何种程度方可称为“匿名化”，属于信息安全技术层面的问题。对此，全国信息安全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已公布《信息安全技术 个人信息去标识化效果分级评估规范（征求意见稿）》，其中对于标识度分级与重

标识风险阈值的计算进行了详细说明。参见全国信息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网站，https://www.tc260.org.cn/front/
bzzqyjDetail.html?id=20210412183118392628&norm_id=20201104200026&recode_id=41659，2021 年 11 月 11 日访问。

(44) 参见前注 ③，申卫星文，第 118-1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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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归属和具体权能的系统化预设，而改采开放的权利束结构 (45) 甚或平铺直叙的关系进

路 (46)，从而实现对各方主体利益关系的灵活调整。在这一进路中，数据的财产性利益仰赖

于数据企业的“自我防护”，或仅被当作一种抽象法益而置于侵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

其他法律部门中进行有限保护。(47)

尽管上述逻辑进路对于“数据财产权”的态度大相径庭，但其思维却有共通之处，

即试图将数据之上各方主体的利益期待均置于“数据财产权”概念内部加以考量，判断

其能否妥善容纳于“数据财产权”之中：若能，则承认体系化的“数据财产权”，并使各

方主体在不同程度上均享有权利，如数据所有权与数据用益权的划分；若不能，则否认

“数据财产权”概念，改采开放式界权进路。

然而，在数据利益冲突形态多元的情况下，遵循这一思维方式的理论建构始终难免

解释力的软肋。在权利分割式的系统性赋权进路中，数据所有权与数据用益权的划分虽

然可以协调用户与数据企业之间的利益冲突，对承载个人信息的数据具有解释力，但对

于源自企业内部的生产数据、销售数据等不承载个人信息的数据，则无用武之地；公开数

据的自由流通问题亦难被纳入该权利构造的解释范围。而就开放式界权而言，实践中存

在的不承载个人信息的非公开数据既无个人信息在先权益，也不存在公开流通的问题，

其所承载的利益冲突形态与有体物颇为类似，此时遵循物权逻辑的系统性赋权方案恰如

其分，而开放式界权进路则显得化简为繁、舍近求远。更为重要的是，开放式的界权进路

本质上属于系统性赋权的初级阶段，(48)在开放式界权凝聚一定价值共识和一般性规则后，

体系化的理论构建便成为待议之题，而这样的理论体系又必然是以“权利”为核心的。(49)

诚然，单一、缺乏弹性的系统性赋权方案难以灵活应对数据之上的多元利益冲突，但若为

追求利益冲突的灵活调整而全盘舍弃系统性的权利架构，则又与我国高度体系化的民法

理论相违。无论是开放的权利束还是平铺直叙的关系进路，即便其对数据利益冲突之协

调展现出相当解释力，至多也只能独善其身，难与我国既有的财产法律制度相融贯。尽

管其在自圆其说时看似巧妙地回避了权利体系构建的曲折，但在制度实现时，仍须解决

与既有财产法制度逻辑相衔接的理论难题，而这将更为棘手。

理想的方案是富有弹性、不失灵活的系统性赋权，而这并非不可能。事实上，数据之

上的各方利益期待未必非要全然纳入“数据财产权”概念内部进行考量，从而使各方主

体均享有“数据财产权”，抑或均不享有“数据财产权”——完全可以将独立、完整的“数

(45) 参见前注 ㉑，包晓丽、熊丙万文，第 163-168 页。

(46) 参见前注 ⑫，戴昕文，第 1565-1567 页。

(47) 参见梅夏英：《企业数据权益原论：从财产到控制》，载《中外法学》2021 年第 5 期，第 1202-1203 页。

(48) 在开放式界权与系统性赋权之间，还存在“模块化”的界权方案。相较于开放式界权而言，这一理论构造将利益冲突

关系分门别类地“模块化”，但又尚未系统性地建立以“权利”为核心的体系化理论。如果认为这是在开放式界权方

案基础上的某种进步，便印证了开放式的界权进路会自发地向系统化赋权迈进。参见许可：《数据权利：范式统合与

规范分殊》，载《政法论坛》2021 年第 4 期。

(49) 以权利为核心，是《民法典》与既有民法理论体系所遵循的基本逻辑。参见王利明：《关于制定民法总则的几点思考》，

载《法学家》2016 年第 5 期，第 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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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财产权”赋予其中一方主体，并在此基础上为权利人与其他相关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

配置特别规则。于此情形，若存在特殊的利益冲突，则有特殊规则之适用；若不存在特殊

的利益冲突，则数据财产权人可自由行使权利，与其他利益主体相安无事。如此，便实现

了在系统性赋权的前提下，富有弹性、不失灵活地为数据之上特殊的利益冲突供给规则。

在这一理论框架中，将完整的数据财产权赋予单方主体看似给了权利人更多优待，

其实未必：遵循既有财产法理论中的权利限制逻辑，通过限缩数据财产权的边界，以及在

发生权利冲突时将数据财产权的顺位劣后，数据财产权人在与其他相关主体的利益冲突

中很可能“屡战屡败”。只不过，在不与其他相关主体发生利益冲突的情况下，数据财产

权人可以享有一系列完整的财产权能，并可以之对抗不特定第三人。这一权利架构方式

具体展开如下：

（一）底层逻辑：赋予数据企业完整的数据财产权

面对数据企业、用户、数据企业的同业竞争者三方主体对数据的利益期待，无论将

数据财产权赋予何方，都将基于对其他两方正当利益期待的考量而对数据财产权进行限

制。从前文对数据利益冲突的考察来看，数据企业的利益期待常态化地遍布于各种类型

数据之中，且期待内容也最为丰富，于数据全生命周期中的诸多环节均有所体现；在发生

逻辑上，也正是数据企业对数据的一系列利用，才使数据得以跻身为生产要素，最终催生

数字经济。(50) 相较之下，用户和数据企业同业竞争者的利益期待只存在于部分场合，其利

益期待的内容也相对简单。因此，从简化逻辑构造的角度考虑，可将数据财产权赋予数

据企业，并以此作为底层逻辑。

于此逻辑之上，数据财产权属于绝对权，数据企业可据此对数据全面支配和利用。

由于不承载个人信息的非公开数据不涉及用户与同业竞争者，数据企业对这类数据的财

产权最为饱满，并无额外限制。而当数据承载个人信息或处于公开状态时，则可能存在

用户或数据企业同业竞争者的合理利益期待，数据财产权将因此受限。尽管财产权属于

绝对权，但时至今日，古典自由主义中财产权绝对、财产权神圣的观念早已随着所有权的

社会化趋势而发生了极大缓和，(51) 即便是效力强大的土地所有权，也早已无法“上达天

宇，下及地心”，相反，却可能基于公共利益、相邻关系等原因而以受限为常态(52)。在这样的

背景下，完全无须顾虑权利人对数据的“全面支配”会阻碍其他主体的利益实现；相应

地，基于其他主体的合理利益期待，对数据财产权进行限制也并无逻辑障碍。

值得说明的是，有学者担心在数据之上设立绝对权会因绝对权的排他效力而阻碍他

人平行开发，(53) 甚至引发效率上的“反公地悲剧”(54)。但事实上，绝对权的排他效力虽可排

除他人对权利客体的干涉，却无法排除他人通过合理方式对同类客体取得权利。例如，

(50) 参见李海舰、赵丽：《数据成为生产要素：特征、机制与价值形态演进》，载《上海经济研究》2021 年第 8 期，第 52-56 页。

(51) 参见王利明：《民法的人文关怀》，载《中国社会科学》2011 年第 4 期，第 159 页。

(52) 参见［德］鲍尔、施蒂尔纳：《德国物权法》（上册），张双根译，法律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4-5 页。

(53) 参见前注 ⑫，纪海龙文，第 83 页。

(54) 参见唐要家：《数据产权的经济分析》，载《社会科学辑刊》2021 年第 1 期，第 10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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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上山伐木，以木材制作一把椅子。此时，椅子所有权的排他效力可排除他人对该椅子

的干涉，但并不能禁止他人也上山伐木，以同样方法制作另一把椅子。与此相似，在既有

财产法体系中，知识产权的专有性(55)通常也无法排斥他人的平行开发。对于著作权、专利

权的侵害，其侵权构成要件之一是“接触＋实质性相似”，即除要求被控侵权作品或技术

与在先作品或技术有实质相似性之外，还要求侵权行为人接触了享有知识产权的在先作

品或技术。(56)换言之，无接触的平行开发并不构成侵权，亦非专有性的效力之所及。同理，

即便在数据之上设立绝对权，他人的平行开发也并不会因绝对权的排他效力而受阻；相

反，当行为人以平行开发作为数据侵权的抗辩事由时，数据之上绝对权的排他效力还可

为“接触＋实质性相似”标准的适用提供逻辑基础。

对此，潜在的质疑可能是，基于网络效应的影响，对于某一类网络服务需求，用户可

能只使用某个特定数据企业提供的网络服务；其他同类数据企业如果无法获得足够的用

户数量，客观上也就难以完成数据的平行开发，无形中造成“数据垄断”。笔者以为不然。

首先，应当注意到，并非所有的数据均来源于用户，如气象、道路交通等数据；在这类数据

之上确立数据财产权并无上述顾虑。其次，对于来源于用户的数据，即便存在上述“数据

垄断”的趋势，也是市场固有的经济规律使然，实难归咎于数据财产权制度。就现实世

界的有体物而言，如果缺乏明晰的产权制度，垄断即难以发生；(57) 但垄断终究属于市场失

灵的范畴，无法由包括物权法在内的财产权制度一力解决，这也向来无可非议。在经济

治理中，人类并未基于对垄断的顾虑而因噎废食地放弃财产权制度，而是借助经济法等

法律部门来解决包括垄断在内的市场失灵问题。同理，数据治理也不能由财产权制度包

打天下，而需要由多个法律部门共同协作，但不能就此否认数据财产权本身的制度价值。

（二）数据财产权的外在限制：个人信息权益优先

1. 数据财产权外在限制的理论基础

在数据承载个人信息的情况下，用户的个人信息权益可能与企业的数据财产权发生

冲突。毫无疑问，个人信息保护是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坚守的底线，用户的人格权

益应当优先于数据的财产利益而实现。(58) 此时，个人信息权益便构成了对数据财产权的

合理限制。由于数据财产权所面临的这一限制并非源于其本质性规定，而是来源于数据

财产权概念之外的个人信息权益，因此属于数据财产权的外在限制。

这样的权利限制逻辑早有先例，典型的如著作权对作品载体所有权的限制，以及肖

像权对人像照片所有权的限制。就前者而言，书籍所有权属绝对权无疑，权利人可全面

支配其书籍，但对书籍以展览、出租等形式的利用，却受限于其所承载作品的著作权；(59)就

(55) “专有性”与“排他性”虽然措辞不同，但两者内涵无异，都是指同一财产客体上不得存在两个内容互斥的权利。参

见杨涛：《知识产权专有性特质的理论阐释》，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20 年第 3 期，第 150-151 页。

(56) 参见吴汉东：《试论“实质性相似＋接触”的侵权认定规则》，载《法学》2015 年第 8 期，第 66 页。

(57) 垄断通常是市场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产生的，而清晰的产权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基本前提。See R. H Coase, The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Th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2:1, p.27(1959).

(58) 参见张新宝：《论个人信息权益的构造》，载《中外法学》2021 年第 5 期，第 1161-1162 页。

(59) 参见杨述兴：《论作品与载体的关系》，载《知识产权》2012 年第 6 期，第 44-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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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者而言，照片所有权人对照片的使用和处分，也受限于照片所承载肖像的肖像权 (60)。此

时，即便受限于著作权或肖像权，物之所有权的完整状态和绝对权性质也并未发生改变，

仍由所有权人独享。同理，对于承载个人信息的数据，即便其数据财产权受限于个人信

息权益，也并不影响数据财产权的绝对性和完整状态。

值得说明的是，个人信息权益得以对数据财产权形成外在限制，乃是基于《民法典》

和《个人信息保护法》对个人信息权益人的保护，以及在此基础之上对个人信息处理者

的法定限制；而这一法定限制的例外情形亦须法定，这体现在个人信息的合理使用制度

上 (61)。换言之，只要数据之上承载个人信息，用户的个人信息权益便是数据财产权的法定

外在限制；只有在数据财产权人对数据的利用构成个人信息合理使用的情况下，方可例

外地不受此限。当然，若数据财产权人对数据进行匿名化处理，数据不再承载个人信息，

自然不存在这一限制。

2. 个人信息权益优先的实现路径

要优先实现个人信息的防御性保护，只需明确数据财产权人在收集、处理、流通或利

用数据时，受限于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关规则即可。这与著作权对作品载体所有权的限制

别无二致。

但除个人信息的防御性保护之外，用户还可能存在对个人信息积极利用的期待。例

如，用户在“新浪微博”发布了承载其个人信息的数据（文字、图片、视频等），并希望将

该数据运用于“今日头条”App，但遭到“新浪微博”运营者的反对。(62) 此时，对于这类

数据的积极利用，用户与数据企业之间发生利益冲突。而关于“数据属于用户还是属于

平台”的讨论，更多也是在这样的语境下展开的。(63) 在既有研究的逻辑中，若数据归属于

用户，用户对数据享有财产权，便可积极利用数据；反之，若数据归属于数据企业，用户不

享有财产权，则无权利用数据。由于在价值判断上，用户的这一利益期待应予满足，既有

研究便因此致力于将数据财产权向用户分配。

但事实上，即便不赋予用户数据财产权，也依然可以实现用户的这类利益期待。用

户要积极利用承载其个人信息的数据，不外乎三种方式：其一，要求数据企业提供额外的

数据服务，配合用户对数据的利用；其二，不要求数据企业提供额外数据服务，用户获取

数据并自行利用；其三，不要求数据企业提供额外数据服务，但用户无力自行利用数据，

还需接受第三方协助，因而要求数据企业将数据向第三方转移。其中，用户的第一种数

据利用需求实际上为数据企业增加了额外负担，其满足与否应取决于用户与数据企业之

间的服务协议。对于用户的第二种数据利用需求，可通过《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45 条

第1、2款所规定的个人信息复制权实现。至于用户的第三种数据利用需求，则可通过《个

(60) 对此，《民法典》第 1019 条第 1 款后段规定：“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但是法律另

有规定的除外。”这无形中便对照片所有权的相关权能进行了限制。

(61) 参见程啸：《论我国民法典中的个人信息合理使用制度》，载《中外法学》2020 年第 4 期，第 1007-1008 页。

(62) 参见前注 ⑭，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7）京 0108 民初 24530 号民事判决书。

(63) 参见前注 ㉑，包晓丽、熊丙万文，第 148-151 页。

北大法律信息网www.chinalawinfo.com/ 　北大法宝www.pkulaw.com/



中国法学 2022 年第 4 期

106

人信息保护法》第 45 条第 3 款所规定的个人信息可携带权解决。对于用户的第三种数

据利用方式，无论在价值判断上支持与否，均可通过对个人信息可携带权范围的解释加

以实现。(64) 至此，用户对承载其个人信息数据的不同利用方式均已通过排中律囊括，即便

不享有数据财产权，其对数据的积极利用需求也完全可以容纳在个人信息权益之中。

此外，一如前文所述，在既有的数据商业实践中，用户并不期待如同股东或合伙人那

样直接参与数据企业将数据变现所得利益的分配；相应地，学界也普遍不认为个人信息

权益中包含直接参与利益分配的财产性权能。(65)

（三）数据财产权的边界限缩：公开数据合理使用

毫无疑问，数据信息具有天然的流通需求。(66) 虽然在数据之上设立绝对权的理论构

造无碍于他人对数据的平行开发，但确实可能在逻辑上对他人访问和获取数据带来限

制。当然，这还需要结合数据的存在状态分别讨论。

就非公开数据而言，对其未经授权的访问和获取无法通过公开渠道达成，而必须侵

入数据企业的计算机或网络系统，这无疑构成对数据企业的权利侵害；若情节严重，还可

能构成《刑法》第 285 条规定的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此时，允许数据企业

依数据财产权排除他人对数据的访问、获取和利用，属理之当然。

公开数据则有所不同。公开数据本就意在供人访问，就如同欣赏他人公开发表的作

品不构成对著作权的侵害一样，他人对公开数据的正常访问并不构成侵权。然而，由于

数据可低成本无限复制，只要能访问数据，他人在客观上便可轻易复制数据并加以利用。

但在价值判断上，是否允许他人随意复制和利用公开数据是另一个问题。这涉及数据财

产权的边界。在既有财产权体系中，作为知识产权客体的知识产品或智力成果，也同样

可低成本、无损耗复制，并无天然的稀缺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人可以任意复制和使用。

法律完全可以基于价值判断，人为地拟制稀缺性，从而达到保护权利人的效果。(67) 因此，

不能仅仅因为数据可低成本、无损耗复制的自然属性，就认为他人对公开数据的复制和

利用一定是正当的。

从行业领域的价值共识上来看，互联网领域确实存在促进信息自由流动的客观需

要。依中国互联网协会发布的《互联网搜索引擎服务自律公约》第 8 条，互联网站所有

者设置机器人协议应遵循公平、开放和促进信息自由流动的原则，限制搜索引擎抓取应

有行业公认合理的正当理由。在此逻辑中，数据一经公开，便进入信息自由流动领域；数

据企业只有在具备合理的正当理由时，方可依数据财产权排除他人对公开数据的获取和

利用。(68) 事实上，这样的权利限缩在既有财产法中早有先例。我国《著作权法》第 24 条

(64) 参见汪庆华：《数据可携带权的权利结构、法律效果与中国化》，载《中国法律评论》2021 年第 3 期，第 194-197 页。

(65) 参见前注 ，张新宝文，第 1155-1156 页；王锡锌：《个人信息权益的三层构造及保护机制》，载《现代法学》2021 年第

5 期，第 116 页。

(66) 参见前注 ⑬，高富平文，第 1407-1410 页。

(67) 参见粟源：《论知识产权的财产性和稀缺性》，载《知识产权》2005 年第 5 期，第 4-5 页。

(68) 在无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数据企业以技术手段阻碍他人获取其公开数据的，还可能构成不正当竞争。参见北京市高级

人民法院（2017）京民终 487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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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规定了著作权的合理使用制度，其目的在于平衡著作权保护与知识传播共享这一公

共利益。(69) 类似的，数据的自由流动可以提升信息获取的便利，这将有助于信息社会进步

和社会福利提升，(70)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公共利益。因此，可以比照著作权合理使用

的逻辑，基于数据信息自由流动的公共利益需要，对数据财产权的边界进行限缩，并建立

公开数据的合理使用制度。这也完全符合基于公共利益限缩私权边界的法理逻辑。

至于数据企业可以何种理由为“公认合理的正当理由”阻止他人获取和利用公开

数据，则需要进一步在司法实践中凝聚共识。但无论何种价值立场，均可以通过对公开

数据的合理使用范围进行解释而得到妥善容纳。如此，便在维持数据财产权作为绝对权

的逻辑基础之上，为数据流通和共享的客观需要提供了法律路径。

四、不同类型数据的权利规则

在将数据财产权赋予数据企业的逻辑基础上，辅之以个人信息权益优先的外在限

制，并以公开数据的合理使用制度对数据财产权的边界加以限缩，可以富有弹性地应对

数据之上的多元利益冲突，实现“有利益冲突时加以协调，无利益冲突时各行其是”的

规范效果。在这样的规则配置逻辑下，利益冲突之所在即是协调规则之所在，且协调规

则随着利益冲突的逐渐复杂而“层层加码”。

根据前文对各类数据之上利益冲突的梳理，不承载个人信息的非公开数据既无个人

信息权益优先的限制，也不存在公开数据合理使用的问题，利益冲突最为简单，其权利规

则可作为数据财产权的基础性规则。相较之下，承载个人信息的非公开数据涉及个人信

息权益优先的限制，不承载个人信息的公开数据涉及他人合理使用的问题，两者在基础

性规则之上，分别优先适用基于特有利益冲突的特别规则；而在特有利益冲突之外的场

合，仍适用基础性规则。承载个人信息的公开数据同时涉及个人信息权益优先和他人合

理使用两方面的利益冲突，这两方面利益冲突还会进一步相互作用，因此这类数据的规

则适用问题最为复杂。以下对四类数据的财产权利规则逐一展开讨论。

（一）不承载个人信息的非公开数据

1. 数据财产权的取得、行使和消灭

不承载个人信息的非公开数据来源于数据企业的生产加工等事实行为，数据企业于

事实行为完成时取得数据财产权。(71) 在权利行使上，由于并不涉及在先权利，数据企业对

这类数据自行利用或再加工，均无不可。若数据企业主动抛弃数据财产权，或数据因故

灭失，则数据财产权消灭。在这些方面，这类数据的财产权规则与物权规则如出一辙。

(69) 参见杨利华：《公共领域视野下著作权法价值构造研究》，载《法学评论》2021 年第 4 期，第 125 页。

(70) 参见向运华、王晓慧：《大数据在社会保障领域的应用：一个研究综述》，载《社会保障研究》2019 年第 4 期，第 102 页。

(71) See Vera Bergelson, It’s Personal but Is It Mine? Toward Property Rights in Personal Information, U.C. Davis Law Review, 
Vol.37(2):379, p.403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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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据财产权的变动

由于数据无形无体，可无损耗复制，其权利变动规则与有体物有所区别。现有商业

实践中的数据流通有两种基本方式：其一，数据企业将数据打包，一次性转让给受让人，

之后钱货两清，交易完成；其二，数据企业建立数据库，以开放 API 等方式提供访问接口，

使交易相对人得以在规定的时间和范围内访问、获取数据。尽管数据可以低成本、无损

耗复制，但在技术层面，两种交易模式均可实现数据的排他性转让效果：于前者，交易双

方可约定数据转让之后，原数据财产权人须不可逆地删除原数据储存；于后者，双方可约

定原数据财产权人不得再向其他主体提供访问接口，并且其也不再自行利用数据，而只

对数据库进行必要的技术维护。因此，交易的最终效果将取决于当事人之间的约定，技

术不过是为履行合同而服务的手段。并且，只要这类排他性效果可通过一定方式公示于

外，便可对抗不特定第三人，而不仅限于债法效力。

可见，就权利变动而言，尽管数据无形无体，但仍可通过技术手段控制达到类似于有

体物占有的现实管领效果，进而将数据财产权彰示于外，故逻辑上存在采形式主义之可

能。考虑到我国的物权变动模式以形式主义为基础，且较之于意思主义，形式主义在交

易安全的保护上有着显著的制度优势，(72) 故应优先考虑形式主义的权利变动模式。至于

数据权利的具体公示方法，若将来数据交易制度日趋完备、电子化登记成本降低，则数据

权利大可以登记作为公示方法和权利变动的生效要件；而在此之前，从交易实践的角度

来看，可将以技术手段达成对数据的现实管领作为数据权利的公示方法和变动要件。

在转让不受限的情况下，数据之上还可能设定担保权或用益权。于设定担保权的场

合，如以数据担保融资，在满足担保权实现条件的情况下，担保权人可将数据以拍卖、变

卖等方式折现并优先受偿。于设定用益权的场合，如数据企业为他人设定数据用益权，

允许用益权人通过开放 API 等方式随时访问并获取数据，则一旦该用益权完成公示，便

可取得对抗第三人的效果。非但如此，传统的用益质权制度同样存在为将来数据交易提

供潜在规则供给的可能。质权人不得擅自使用质物的规则自罗马法便已存在，(73) 现亦为

我国《民法典》第 431 条所确认；用益权人虽享有使用权能，却无法获得担保。而用益

质权则可将两者权能兼而有之，使担保权人同时享有用益权能。(74) 在数据领域的适用场

景，如数据企业欲以数据担保融资，可同时以开放 API 等方式向担保权人有偿共享部分

数据，并约定以担保权人应付的数据使用费抵充担保的主债权及利息。

数据权利还可能因添附发生变动。添附规则本适用于有体物，其意在解决不同所有

人之物经加工、附合或混合之后，在回复原状不具有现实可能性或经济合理性时，所形成

(72) 若权利变动采意思主义，不以公示的完成为生效要件，则无法适用形式主义逻辑下的善意取得，交易安全难以维护。

即便以公示作为对抗要件，受让人经合意取得权利，未经公示却可对抗不特定的债权性第三人，也存在破坏交易信赖

和正常交易预期的系统性弊端，终非上策。参见王利明：《担保物权制度的现代化与我国〈民法典〉的亮点》，载《上

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2021 年第 1 期，第 12 页；高圣平：《民法典动产担保权登记对抗规则的解释论》，载《中

外法学》2020 年第 4 期，第 961-963 页。

(73) 参见［意］彼德罗·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2017 年校订版），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285 页。

(74) 参见隋彭生：《动产用益质权法律关系分析》，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 5 期，第 1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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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物的所有权归属问题。(75) 尽管数据与有体物的物理属性不同，但数据同样可能在加工、

附合之后，因技术所限，使得回复原状不具有现实可能性或经济合理性，因此同样存在适

用添附规则的现实需求。可能发生数据添附的场景是，数据企业将代他人储存保管的数

据加工成新数据，或在将购买所得数据与自己原有数据进行重新整合后，购买数据所订

立的合同被撤销或归于无效等。《民法典》第 322 条规定了有体物的添附规则，并明确

了判断添附物归属的考量因素。在价值判断的实体性论证上，如无充分的正当理由，数

据的添附应当参照适用有体物的添附规则。(76)

3. 数据财产权受到侵害时的救济

由于这类数据处于非公开状态，网络爬虫程序的网页抓取、屏幕抓取等数据获取技

术难以奏效，(77) 对数据的侵权行为通常需要以侵入计算机网络系统的方式完成。由于数

据财产权属于绝对权，除在实际损失发生后请求侵权人进行损害赔偿之外，在数据面临侵

害之虞时，权利人无须待至损害实际发生，即可行使排除妨碍、消除危险等绝对权请求权。

当然，由于数据财产权的排他效力无法限制他人的平行开发，因此他人基于独立生

产加工而获得的数据，即便内容与在先数据相近或相同，也并不构成权利侵害。对于这

类数据侵权的判断，可类推适用知识产权侵权中“接触＋实质性相似”的判断标准，即

除实质性相似之外，数据财产权人尚须证明行为人接触了在先数据，或存在可推定接触

的事实情形，(78) 方可证明行为人侵害了数据财产权。

（二）承载个人信息的非公开数据

相较于不承载个人信息的数据，承载个人信息的非公开数据财产权须受个人信息权

益优先的外部限制，这在权利的取得、行使、变动、消灭和受到侵害时的救济等方面均有

体现。

对于承载个人信息的数据，其数据财产权的取得以用户对个人信息处理的同意为前

提。在用户未同意之前，数据企业即便收集了用户个人信息并加工为数据，亦不能取得

数据财产权，相反还可能构成对用户个人信息的侵害。同时，数据企业对数据的利用仅

限于用户的同意范围，若数据用途的改变可能影响个人信息的处理目的和方式，则须依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14 条第 2 款重新取得用户同意。

在数据权利的变动规则上，虽然流通的场景与前类数据大致相同，但由于这类数据

承载用户个人信息，其流通也就意味着个人信息的流通，(79) 因此还须受制于《个人信息保

护法》第 23 条。依该条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者在向其他处理者提供个人信息时，须将个

(75) 参见王利明：《物权法研究》（第 4 版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468-469 页。

(76) 民法价值判断问题的实体性论证规则之一是，在没有足够充分且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应当坚持强式意义上的平等对

待。参见王轶：《民法价值判断问题的实体性论证规则——以中国民法学的学术实践为背景》，载《中国社会科学》

2004 年第 6 期，第 107-109 页。

(77) See Frank Jennings & John Yates, Scrapping Over Data: Are the Data Scrapers’ Days Numbered?, Journal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 Practice, Vol.4(2):120, p.120 (2009).

(78) 参见前注 ，吴汉东文，第 66 页。

(79) 参见王利明：《数据共享与个人信息保护》，载《现代法学》2019 年第 1 期，第 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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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信息受让人的基本情况等内容告知用户，并取得用户单独同意。在此情况下，用户对

其个人信息转让的单独同意与否，将直接影响承载个人信息的数据权利变动能否发生效

力。当然，考虑到数据受让人基于合同的期待利益保护问题，此处可借鉴有体物的无权

处分规则，让用户的同意仅影响数据财产权的变动，而不影响数据转让合同的效力。(80)

在数据无权加工等场合下，承载个人信息的数据也存在添附规则的适用。然而，行

为人要基于添附规则取得数据财产权，依然以获得个人信息权益人的同意为前提。若个

人信息权益人拒绝同意，则行为人须将所得数据删除或进行匿名化处理。

个人信息权益对这类数据财产权的消灭也存在特殊影响。依《个人信息保护法》

第 47 条，若用户撤回对数据企业处理其个人信息的同意，数据企业须主动删除用户的个

人信息。(81) 此时，数据企业有两种选择：其一，以删除数据的方式删除用户个人信息，此

时数据财产权因数据不复存在而消灭；其二，将数据进行匿名化处理，使数据不再承载个

人信息，此时原数据被不可逆地加工为不承载个人信息的新数据，原数据财产权因原数

据不复存在而消灭。因此，用户撤回同意将构成这类数据财产权的消灭事由。

在侵权救济规则上，这类数据同属非公开状态，不存在他人合理使用的问题，规则与

不承载个人信息的非公开数据相同。在个人信息权益优先的情况下，用户依《个人信息

保护法》行使个人信息相关权利的行为自然不构成对数据财产权的侵害。

（三）不承载个人信息的公开数据

由于不涉及个人信息，此类数据在取得、行使和消灭上并无基于个人信息保护规则

的相关限制，这与不承载个人信息的非公开数据无异。

这类数据的特殊之处在于涉及公开数据合理使用，以及与此相关的侵权救济问题。

公开数据本就意在供人访问，因此一般的访问操作通常不会引发争议。但若通过网络爬

虫程序大规模自动访问和获取数据，则有所不同。爬虫程序常被用于网络搜索引擎，如百

度搜索、谷歌搜索等，其作用在于提高信息检索效率。(82) 当然，考虑到爬虫程序的副作用，

并非所有网站都愿意其数据信息被爬虫程序爬取。(83) 为此，互联网行业自发达成了一项

关于爬虫程序的君子协议：网站权利人事先在网站根目录放置一个名为“robots.txt”的

文本文档，在其中以代码的形式指明网站中允许和禁止爬取的数据内容；“善意的”爬虫

程序会先访问该文档，并按照其中指引的范围进行数据爬取。虽然这一君子协议并非法

律规范或官方行业标准，但其因被长期、广泛地遵循，已然具有成为互联网领域商业道德

(80) 参见翟云岭：《再论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为〈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 3 条辩护》，载《法商研究》2015 年第 6 期，

第 93-94 页。

(81) 参见万方：《个人信息处理中的“同意”与“同意撤回”》，载《中国法学》2021 年第 1 期，第 179-181 页。

(82) 早在 20 世纪末，一个名为“Google”的网络爬虫便已被应用于搜索技术。搜索效率的提升无疑能使用户更为便利

地获取网络信息，因此爬虫程序对互联网的发展可谓功不可没。See Sergey Brin & Lawrence Page, The Anatomy of a 
Large-scale Hypertextual Web Search Engine, Computer Networks and ISDN Systems, Vol.30(1):107, p.113(1998).

(83) 参见苏青：《网络爬虫的演变及其合法性限定》，载《比较法研究》2021 年第 3 期，第 9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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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行业习惯的趋势。(84) 若不顾爬虫协议所指明的范围爬取数据，则可能构成侵权。(85)

诚然，爬虫协议彰示着权利人的授权意志，但基于互联网领域信息自由流动的客观

需要，权利人对于公开数据的授权意志亦受到限制。根据《互联网搜索引擎服务自律公

约》第 8 条，权利人只能基于行业公认合理的正当理由限制他人的数据爬取。从数据企

业的角度来看，将数据公开的目的在于引导流量，而引导流量的能力也正是公开数据的

价值之所在。(86) 换言之，数据企业的“醉翁之意”不在于数据本身，而在于数据所带来的

流量：若数据爬取造成流量分流，则数据企业因此受损；若数据爬取未造成流量分流，则

对数据企业的核心利益期待并无影响。据此，可通过是否造成数据企业的流量分流，来

对数据爬取行为进行判断。若造成流量分流（典型的场景如数据企业的同业竞争者爬

取数据用于同类经营，并构成实质性替代），则同业竞争者的行为“损人利己”，不构成对

数据的合理使用；此时，数据企业为防止其利益受损而限制数据爬取具有正当性。(87) 若

数据爬取不会造成流量分流，则数据企业对爬取行为的限制除阻碍信息自由流动之外，

并不能为数据企业带来利益或减少损失，属“损人不利己”，难谓正当。于此场合，若数

据爬取行为未造成其他损害，则属于对公开数据的合理使用；相应地，数据财产权人也不

享有如排除妨碍、消除危险等请求权。当然，对这类数据权利边界的确定，难以一蹴而就

并一劳永逸，这有赖于在司法实践中凝聚更多与时代相符的价值共识。(88)

（四）承载个人信息的公开数据

在数据财产的基础性权利规则之上，由于承载个人信息，此类数据财产权须受个人

信息权益优先的外部限制，这与承载个人信息的非公开数据无异；而另一方面，尽管这类

数据处于公开状态，同样存在他人合理使用的问题，但因承载个人信息，其合理使用规则

又与不承载个人信息的公开数据有所不同。在承载个人信息的情况下，他人对这类数据

的爬取同时也是对个人信息的收集。然信息自由流动的客观需要虽可限制数据财产权

的边界，却终究无法作为限制个人信息权益的正当理由。此时，即便爬取行为未造成数

据企业的流量分流，但数据企业基于《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51 条而负有防止他人未经

授权访问个人信息的义务，因此仍可通过技术手段禁止他人对数据的爬取，当然，数据爬

取人取得用户同意或构成个人信息合理使用的情形除外。

值得讨论的是，数据爬取行为因可能造成数据企业的流量分流而无法落入公开数据

(84) 参见杨华权、曲三强：《论爬虫协议的法律性质》，载《法律适用》2013 年第 4 期，第 34 页。更进一步，由于互联网领域

对于网络代码的普遍遵循，代码无形中便规制了互联网的基本秩序，以至于有学者略为激进地提出“代码就是法律”。

参见劳伦斯·莱斯格：《代码 2.0：网络空间中的法律》（修订版），李旭、沈伟伟译，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6 页。

(85) 参见前注 ⑭，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3）一中民初 2668 号民事判决书。

(86) 在“微博诉今日头条案”中，法院认定，对通过不正当竞争手段获取数据导致流量被“分流”的行为，所造成的经济

损失可以通过流量、广告加载率、广告费率的乘积准确计算。这在正面肯定流量具有价值的同时，也无形中为用于引

导流量的数据提供了价值评估的具体方式。参见前注 ⑭，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7）京 0108 民初 24530 号民事

判决书。

(87) 参见许可：《数据爬取的正当性及其边界》，载《中国法学》2021 年第 2 期，第 180 页。

(88) See J.H. Reichman & Pamela Samuels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 Data?, Vanderbilt Law Review, Vol.50(1):49, p.142-
143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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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使用的范畴，但却取得了用户同意的情形。(89) 在商业实践中，这类数据爬取的行为人

多为数据企业的同业竞争者。为防止流量分流而遭受损失，数据企业通常会本能地反对

这一行为。诚然，违反数据企业所设定的爬虫协议可能意味着违反商业道德，但其是否

构成侵权，尚须考察数据企业的实际损失，而这又与用户对数据企业所享有的权利密切

相关。《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45 条第 3 款规定了个人信息可携带权，若承载用户个人信

息的数据落入了可携带权的范围，用户可请求数据企业将该数据向其同业竞争者转移。

于此情形，同业竞争者通过技术手段主动爬取该数据，反倒节省了数据企业主动转移该

数据的成本，若爬取行为未造成其他损害，则数据企业难谓损失。

当然，若过分扩张个人信息可携带权的适用范围，使用户对其个人信息任何形式的

积极利用均可纳入可携带权，则可能过分增加数据企业预料之外的运营成本。这一问题

涉及实质的价值判断，须就用户和数据企业对数据产生的贡献度、数据之上所承载个人

信息对于用户的不可替代程度，(90) 以及可能的定价补偿机制进行综合权衡。若经实质价

值判断后认为用户对该数据享有可携带权，则同业竞争者的数据爬取行为不构成对数据

财产权的侵害；反之，若认为该数据不属于用户个人信息可携带权的适用范围，或用户须

在付出一定对价的前提下方可行使可携带权，则爬取行为将构成对数据企业的侵权。

五、结论与展望

数据赋权问题的复杂性根源于数据之上多元化的利益冲突形态，而架构数据财产权

利体系最为核心的问题在于如何全面、妥善地容纳各类协调数据之上多元利益冲突的可

能方案。根据数据之上不同的利益冲突形态，数据可划分为四种类型：不承载个人信息

的非公开数据、承载个人信息的非公开数据、不承载个人信息的公开数据、承载个人信息

的公开数据。对此，基于既有的价值共识，将完整的数据财产权赋予数据企业，辅之以个

人信息权益优先和公开数据合理使用两项限制，可以在既有财产法理论背景下妥适地实

现对数据之上多元利益冲突的有序协调。（1）就不承载个人信息的非公开数据而言，其

利益冲突构成最为简单，可比照适用物之所有权规则，并以此作为数据财产权的基础性

规则，其余三类数据在此基础之上优先适用各自的特别规则。（2）就承载个人信息的非

公开数据而言，其在数据财产权的基础性规则之上，还负担个人信息权益优先的外部限

制：数据财产权人仅能在个人信息主体同意的范围内利用数据；数据转让或共享须经个

人信息主体单独同意；若数据发生添附，添附人取得数据财产权仍以个人信息主体授权

同意为前提；数据财产权因个人信息主体撤回对处理其个人信息的同意而消灭。（3）就

不承载个人信息的公开数据而言，其在数据财产权的基础性规则之上，还存在公开数据

(89) 在“微博诉今日头条案”中，今日头条即以其数据获取行为已取得用户同意作为抗辩事由。遗憾的是，今日头条未能

对此进行有效举证，因此法官也未在判决书中对这一问题表明立场。参见前注 ⑭，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7）京

0108 民初 24530 号民事判决书。

(90) 例如用户评价，这是数字经济时代声誉机制的核心。参见前注 ，汪庆华文，第 19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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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使用的特别规则。若他人对数据的使用未造成数据所引导的流量分流或其他市场

替代效应，则可落入公开数据合理使用的范围，此时数据财产权人须予以容忍。（4）承

载个人信息的公开数据一方面受限于个人信息权益，适用承载个人信息的非公开数据之

规则；另一方面，由于涉及个人信息，其合理使用规则又与不承载个人信息的公开数据有

所不同，除满足公开数据合理使用的一般条件之外，其合理使用尚须取得个人信息主体

的同意或同时构成个人信息的合理使用。对于不构成合理使用的数据爬取行为，在行为

人获得用户同意但未获得数据财产权人同意时，其爬取行为是否构成对数据财产权的侵

害，取决于用户同意其使用的数据内容能否落入个人信息可携带权的范围。

在数据商业实践不断发展变化的现实背景下，数据之上的利益冲突形态以及具体场

景将来都可能超出规则的预设。此时，数据财产权的理论体系也可能需要随之修正，甚

至重构。但无论如何，以数据之上的多元利益冲突为逻辑起点，通过类型化和体系化的

思维方式构建数据财产权理论框架的研究进路，都有着不可或缺的方法论意义。从利益

冲突的多元形态出发，可确保理论构建的实践面相与问题意识，同时也有助于对事实前

提观察的全面和精细；充分运用类型化和体系化的思维方式，则可将所凝聚的价值共识

妥善容纳并系统呈现，最终为制度性规则的确立奠定理论基础。惟有如此，民法学研究

对新兴权利探索中的现实问题之解决，方能贡献行之有效的思想资源和分析框架，最终

更富灼见地回应数字经济发展所提出的时代之问。

Abstract: The conflicts of interest closely related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data property 
rights are concentrated among data enterprises, users, and competitors of data enterprises. 
In different scenarios, these three parties may form diversified forms of conflicts of interest, 
which is the root of the complexit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data property rights. There 
are two factors affecting forms of the conflict of interest on data: one is whether the data 
carries personal information, and the other is whether the data is public. Data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categories: non-public data without personal information, non-public data with 
personal information, public data without personal information and public data with personal 
information. The four types of data correspond to four different forms of conflicts of interest, 
so differentiated coordination rules are applied. In this regard, the way, on the basis of data 
property rights owned by data enterprises, establishes the restrictions on the priority of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rights and interests and the reasonable use of disclosed data, which can 
elastically achieve a coordinated solution to contain different data conflicts of interest, so as to 
achieve the normative effect that ‘when there is a conflict of interest, the solution coordinates 
the conflict, and when there is no conflict, it works normally’. The right rules of data property 
can be properly configured in this theoretical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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